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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家長式領導與部屬建言行為間之關係–               

以主官部屬關係為中介效果 

梁懷良*  張榆昕**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長式領導與部屬建言行為之關係。本研究以資源保存理論

為基礎，進而解釋主官與部屬間交易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為家長式

領導與建言行為間關係之中介因素。以國軍單位之部屬與其主官為研究對象，並以

時序差(time-lag)之研究設計方式發放主官及部屬問卷，總計回收主官-部屬 453 對

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支持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之假設，威權主官與部屬的建言

行為呈現負向關係；其仁慈領導與德行領導與部屬的建言行為則呈現正相關係；

LMX 分別對威權領導、仁慈領導、德行領導與部屬建言行為具有中介效果。此外，

本研究發現，當部屬在面對仁慈領導與德行領導時，部屬則有較高之建言行為；相

較於部屬在面對威權領導時，部屬則呈現較低之建言行為。最後，針對研究結果，

本研究提出管理意涵與後續研究限制與建議。 

關鍵詞：家長式領導、主官部屬交易關係、建言行為、資源保存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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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Subordinates' Voice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Huai-Liang Liang*  Yu-Hish Ch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voice.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as a mediating 

facto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voice behavior 

through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 A total of 453 leader-subordinate dyads 

from Taiwanese military unit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utilizing a time-lag research de-

sign for volunte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negatively affected employee voice, whereas benevolent and moral leadership were pos-

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loyee voice. LMX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hree 

style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voi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subordinates exhibited greater levels of voice behavior under benevolent and moral 

leadership, as opposed to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Implic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stud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leader-member exchange, voice behavior, conserva-

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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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近百年來，領導相關研究已成為國內外管理領域中的研究焦點(吳武典與陳

秀蓉，1978；鄭伯壎等人，2000；Schaubroeck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5)。東西方領導風格更因文化背景的不同產生領導風格也有所差異。例如，

西方領導風格中，鮮少領導者會關心部屬私生活領域。而東方社會的領導風格中，

家長式領導之仁慈領導則會關心財政困窘之部屬慷慨解囊，提供金錢上的援助。此

特殊領導風格乃為最具華人之領導風格(鄭伯壎等人，2000；Farh & Cheng, 2000)。

家長式領導可分為三種領導風格，分別為：威權領導，德行領導，仁慈領導等三種

(Farh & Cheng, 2000)。因此，在華人社會風俗文化呈現出，組織中的部屬可能會因

主官親民的領導風格主動提出對組織的意見與想法。Van Dyne 與 LePine(1998)認

為部屬建言是指部屬對所處組織現有的問題提出有利建設，以提升組織管理與運

作績效。部屬建言通常被視為是組織重要的效能來源之一，特別是面對領導者的領

導作風不同時，更能展現出組織成員是否願意提供關鍵性的意見與想法(Yukl et al., 

2013)。而部屬面對主官在場與否，在建言機會出現時，部屬會考量建言對決策的

影響力，決定建言行為展現程度 (周麗芳等人，2013)。根據資源保存理論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 Hobfoll, 1989)認為個體會為了在此環境中生

存下去，會努力去獲得、保護、保留與拓展自己的資源，並在有限的資源中，去追

求資源的最大化。部屬的建言行為是一種追求資源的行為，以獲得更多資源進而向

上建言，提升個人地位，有助於部屬完成任務 (王議賢等人，2020)。因此，本研究

首先探討家長式領導之三種風格是否會導致部屬對主官提供建言之行為。 

組織成員為了達成組織目標與個人任務，組織成員間會產生各種形式的溝通，

藉此傳遞訊息與共識的建立，而組織成員是否自願性的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意見與

看法更是的重要一環(Brinsfield et al., 2009; Dundon et al., 2004)。主官與部屬之間的

相互關係，可鑑於部屬為了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中生存與保障工作的原則下，提出對

組織有建設性的意見或想法，引起主官的注意。先前研究指出，當主官與部屬之間

保有良好的關係(即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時，主官就越有可能會對與主官

有良好關係的部屬採納其建言與帶來正向回饋(鄭瑩妮等人，2018)。因此，在部屬

與主官保有良好關係時，部屬較不會畏懼主官威嚴，而是採積極的態度踴躍建言。

相比之下，部屬會因畏懼主官威嚴進而退縮，導致部屬的建言是採取消極態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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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 2011; Van Dyne et al., 2003)。由此可知，領導風格會導致主官與部屬的

互動關係，進而產生部屬採取建言之行為。 

雖然 Zhang 等人(2015)已針對家長式領導會藉由 LMX 提出建言行為等議題提

出探討，惟該研究結果未證實威權式領導與建言之關係情形，且威權式領導與 LMX

間之關係亦未獲得支持。然而，現實工作生活中，當組織成員受威權主官壓迫感或

壓力的影響時，員工可能會考量為自身工作生存或其他考量而減少提出建言。因

此，本研究除了強化 Zhang 等人(2015)之研究假設驗證外，更試圖瞭解受到儒家思

想之家長式領導風格文化裡，部屬在面對其三種領導風格時，是否會對組織的發展

或成長提出建言行為。在華人社會的觀念裡，團體大於個人，並深植在華人的思想

中，在職場上，組織目標遠比個人目標來的重要。有由此可知在職場中，當部屬在

面對主官提出的指令有違自身的想法與價值觀時，部屬會依據不同主官的領導風

格，並評估建言行為的風險與效果在保障自己的工作生存與工作保障的原則下做

出相關決策。另，在三種家長式不同領導風格之下，是否與部屬有良好關係情形，

亦是本研究想探討之一部分，以及藉由 LMX 是否會造成家長式領導與建言行為間

之中介因素，亦是本研究試圖瞭解之問題。因此，鑑於上述問題本研究將以 COR

為基礎，解釋部屬如何利用資源保存理論調配身邊的資源對主官提供建言行為，並

推論以下三個主要研究議題：一、家長式領導風格中，三種不同導領特質與部屬建

言行為呈現相關情形；二、家長式領導風格中，三種不同導領特質與 LMX 之相關

情形；三、LMX 可能為三種不同家長式領導風格與部屬建言行為間之中介因素。 

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資源保存理論(COR Theory) 

COR 理論中認為個體為確保在環境中生存並遠離威脅，透過爭取、保留、保

護與永續自己資源的本能行為，並期望將資源運用到最大化(許含笑等人，2015)。

而一般的生活事件也會對個人的資源產生威脅或造成資源的減少、流失而產生壓

力。然而，令人感到的壓力大多為資源流失而產生的壓力，例如失業、職家問題等，

其顯示壓力的大小主要視傷害或失落等負面情緒而定(張婷婷、陸洛，2009)。真正

的核心壓力是對負向情緒造成影響流失資源，並非事件本身。所以，當資源流失時，

比起獲得新資源，個體會更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來保護現有的資源，但又必

須投資資源以免於資源的流失，並從流失的資源中調節及獲得資源。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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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先推論家長式領導之三種領導風格如何引誘部屬在有限的資源中，去追求資源

的最大化進而探討家長式領導之三種領導風格對部屬向上建言行為之關係。並將

以資源保存理論為基礎，分別從威權、德行、仁慈三種領導風格與其主官關係情形

為中介因素，探討部屬如何在家長式不同領導風格中與 LMX 之關係，進而影響到

部屬之建言行為。 

二、家長式領導 

鄭伯壎等人(2000)將西方學者自 Silin 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整合並做後續研究，

進一步完成了東方華人社會獨特的領導風格-家長式領導的三元模式，包括威權領

導、德行領導與仁慈領導。家長式領導由三個要素組成，分別是展現立威的威權領

導(authoritarianism)、展現樹德的德行領導(morale leadership)與展現施恩的仁慈領

導(benevolent leadership)。威權領導，東方華人社會受傳統父權與儒家思想的影響

下，認為父親的權威遠高於其他的家庭成員，可以說權力是絕對的。其展現立威的

領導者涵蓋了四類的行為，包括專權行為、貶抑部屬能力、形象整飾與教誨行為。

面對領導者的立威行為，部屬會表現出順從、服從、敬畏與羞愧等反應行為。例如，

專權作風包含了不願授權、下行溝通、訊息獨享與嚴密控制等。部屬的順從表現在

公眾附和主官的決定、避免與主官發生衝突與不唱反調等；而服從可細分為無條件

接受主官的指令、效忠與信任主官等(鄭伯壎等人，2000)。仁慈領導，在儒家思想

中，雙方的角色關係是建立在相互性上。前提是，主官必須以慈、愛、和、義、令，

來對待部屬與部屬必須尊敬領導，同時依循服從、溫柔、忠誠的原則，對待主官。

其領導行為可以分為個別照顧與維護部屬面子兩類。例如，主官在面對因私人原因

導致財務困窘的部屬，可能會提供金錢方面的幫助，藉以表示對他恩澤。而部屬會

表現出感恩與圖報兩種行為，回報主官的恩惠(鄭伯壎等人，2000)。德行領導，在

儒家思想中，孔子強調是道德規範與領導者的楷模，運用道德原則來感化與說服。

Westwood(1997)中指出，德行領導有兩個面向行為。第一，主官個人要能展現合於

規範與美德的行為；第二，主官必須表明在該角色中具有威權，並非完全只為了個

人利益，而是將眾人所關心的事務納入考慮。 

三、建言行為 

建言行為是指部屬對組織提出建設性的想法、訊息與意見(Van Dyne et al., 

2003)。在組織中，部屬的建言行為攸關組織的發展與未來。依據 Morrison(2011)的

建言行為模式，部屬之所以對組織提出建言，是發現主官未曾發現的、潛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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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屬想改善現狀的機會，並想與組織一起成長、發展。然而，部屬提出的建設性

意見可能會挑戰組織的現況，並被主官解讀為對部屬的不滿與不服主官管理的能

力或挑撥離間(Morrison, 2011; Van Dyne & LePine, 1988)。長期下來，主官對於常常

提出建言的視為對組織的抱怨者或麻煩製造者，容易對於部屬提出的建言採取漠

視、不予理會等負面回應(Bowen & Blackmon, 2003; Burris, 2012; Milliken et al., 

2003; Morrison & Milliken, 2000)。其中，部屬的建言行為分為四類:主官不在場的

公開建言、主官在場的公開建言、私下向上建言與私下向同事建言(周麗芳等人，

2013)。主官在場的公開場合建言與私下向上建言，其訊息接受對象皆是主官，但

兩者仍有明顯的差別。部屬在主官在場的公開場合下提出建言，須顧及主官威權角

色的影響與在場其他同事對自己的觀感與評論(Deutsch & Gerard, 1955；Kaplan & 

Miller, 1987)。 

依據資源保存理論，主官在場的公開場合下，部屬若想要提出建言，則須衡量

資源是否會被其他在場的同事瓜分資源。相較之下，私下向上建言雖無其他在場同

事，較無須需考慮資源的瓜分與否(Hobfoll et al., 2018)。因此，部屬傾向於在私下

向上提出建言行為。面對威權主官時，當部屬在會議或團體討論等公開場合下，部

屬會先思考自己與該主官的關係，其次思考提出的建言是否為該主官的敏感點或

地雷區，再來評估藉由提出建言所爭取資源的機會風險大小，來決定是否應提出建

言。當部屬受威權主官壓迫感或壓力的影響時，部屬在主官在場的公開場合下因部

屬須考量自己爭取的資源是否會因為其他在場同事而瓜分減少，則會較少提出建

言；當部屬在主官不在場的公開場合下，雖然部屬表達的意見不會有威權主官的壓

迫感或壓力，但也有可能會引發其他在場的同事所提出不同的想法與意見，甚至會

被否定自己提出的意見，或更有可能被視為異議分子、麻煩製造者等負面標籤，面

臨較大的從眾壓力風險(周麗芳等人，2013)。部屬會因為從眾壓力的關係影響，進

而為了避免得罪他人而會用較婉轉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來爭取資源。相較之

下，部屬建言會因為沒有威權主官壓迫感或壓力的影響下，傾向於表達自己意見的

建言行為，來獲得資源。依據上述觀點，提出研究假設： 

H1a：威權性領導與建言行為呈現負相關。 

當部屬在面對較無壓迫感的主官領導風格(即仁慈領導與德行性領導)，較不會

受到主官威權壓迫感與壓力之影響，但須考量在場其他同事瓜分資源的風險，所以

部屬傾向於私下向上建言。因此，在面對仁慈領導與德行領導時，部屬的建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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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部屬在面對威權領導時的次數較多。依據上述觀點，提出研究假設： 

H1b：仁慈性領導與建言行為呈現正相關。 

H1c：德行性領導與建言行為呈現正相關。 

四、主官部屬關係(LMX) 

LMX 是指從主官與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此關係品質中以信任與相互尊重

為特性(鄭瑩妮等人，2018)。由於資源有限，主官會與部屬建立不同程度的互動關

係。其 LMX 以社會交換論為基礎的互惠互信行為，高品質的互動關係，主官會提

供部屬實務上與心理上的支持。在實務上，主官可以賦予部屬額外的工作資源、資

訊或指導，以及決策參與權；在心理上，主官可以提供信任感、支持感、自主權與

尊重。相對的，部屬會更願意投入更多的努力、負擔更多責任，幫助主官達到更好

的績效做為回報(邱淑芬等人，2015)。當與主官有良好的關係時，主官會因為喜歡

部屬的表現而願意提供支持、尊重與信任，部屬則會將主官視為重要之人並納入自

我當中。但不一定會帶來正向回饋，有時有可能是負面回饋。而正向回饋是藉由認

同對方或施加善意給對自己好的他人；負向回饋則是接受到負向對待時以負面態

度或行為作為回報(Buch, 2014)。 

因此，與主官有高品質關係的部屬相較於低品質關係的部屬，更有機會獲得主

官給予工作上額外的資源、資訊與機會(Wang et al., 2005)。亦即，當部屬面對威權

式領導主官時，可能就會避免其專制作法而與這類主官保持距離，進而不會有較高

的關係品質。相反地，部屬面對仁慈性領導與德行領導時，較不會感到壓力也願意

與這類領導風格之主官保持良好關係。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2a：威權性領導與 LMX 呈現負相關。 

H2b：仁慈性領導與 LMX 呈現正相關。 

H2c：德行性領導與 LMX 呈現正相關。 

五、LMX 為家長式領導與建言行為之中介因素 

LMX 是解釋主官與部屬之間的關係(Liao et al., 2019)。在資源有限的情形下，

主官會依照與部屬關係好壞，給予部屬不同的資源分配。依據資源保存理論，當與

主官保持高品質的關係時，主官較願意給予部屬在工作上額外的資源與資訊、或工

作上的幫助；相反的，當與主官的保持低品質關係時，主官較不會給予部屬其他資

源或工作上的幫助(Wang et al., 2005)。主官會較願意將部屬提攜當作自己人，並分

享其工作上額外的資源。而當部屬獲得資源時，部屬會因為受主官的喜愛而給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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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或工作上額外的資訊，進而部屬會更願意投資現有的資源以提出建言來獲得新

資源或調節、流失的資源並將所得資源使用最佳化(Graen & Uhl-Bien, 1995)。依據

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高品質關係所帶來正向回饋的原因為：第一，主官把部屬當

作自己人，部屬會因為受到主官的喜愛，傾向更配合主官給予的指令、工作。第二，

高品質的關係基於雙方互信互惠的行為，會分享自己稀少的資源及額外有益的資

訊。當部屬面對威權領導時，首先部屬會先依據與該主官的關係，其次再思考當下

情形若提出建言的風險大小與爭取到的資源是否符合預期，再做決定。若符合預

期，部屬則會在該情形下提出建言爭取資源；若不符預期，部屬則不會在該情形下

提出建言，而是會再次尋找適合的時機提出建言爭取資源。本研究以 LMX 為家長

式領導與建言行為之中介因素，所產生相互影響。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為： 

H3a：LMX 為威權性領導與建言行為間具有中介效果。 

另外，當部屬面對德行與仁慈領導時，部屬會因為較不會受到主官的壓迫感與

壓力的影響，所以部屬在提出建言行為時，相較於面對威權式領導，部屬則較容易

受到從眾壓力的影響，而傾向私下向上提出建言爭取資源。本研究以 LMX 為家長

式領導與建言行為之中介因素，所產生相互影響。因此，本研究推論假說為： 

H3b：LMX 為仁慈性領導與建言行為間具有中介效果。 

H3c：LMX 為德行性領導與建言行為間具有中介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過程 

本研究採發放紙本問卷方式，樣本資料蒐集來自不同年齡層、教育程度、婚

姻、工作時長、年資與子女數。本研究之問卷發放先請符合部隊主官職位與其部

屬為研究對象。將填寫好的問卷交給研究者，或依問卷封面上的研究人員聯絡方

式，直接交給研究者。 

二、研究對象及研究步驟 

本研究對象來自於空軍、憲兵、陸軍某三個單位之主官與部屬為研究對象。由

本研究第一作者親自拜訪上述單位主官，同意協助發放主官與其部屬之問卷，共計

發放 500 對問卷。本研究採自願參與問卷填答，並予填答後提供等值新臺幣 50 元

之禮品，給受測者。透過問卷施測，共發出 500 份，扣除無效問卷 47 份，實際有

效問卷 453 份。計將一套問卷(一份為主官問卷、一份為部屬問卷)委託單位部屬填

答，以及轉交 LMX 量表給其主官填答。部屬則填答家長式領導與建言行為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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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時序差(time-lag)研究設計方式發放部屬問卷。家長式領導量表與控制變

項於第一次發放給部屬填答、主官部屬交易關係於第一次發放給部屬之主官填答。

建言行為則於第二次發放給部屬填答。第一次與第二次問卷發放時間間隔一個月。 

本研究有效樣本國軍主官部屬對數為 453 對。在性別方面，有 68%為男性、

32%為女性員工；年齡 M =31.08 歲、SD = 6.38 歲；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以大專

學歷占 59%最多(SD =.84)。在子女數上，M = .43 人、SD = .84 人；投入工作時數

M = 52.88 小時、SD = 21.72 小時。 

三、研究工具 

(一) 家長式領導量表 

「家長式領導量表」(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Scale, PLS)係選自鄭伯壎等人

(2000)所發展之 13 題威權領導量表，11 題仁慈領導、9 題德行領導。共計 33 題：

「當我當眾反對主官時，會遭到冷言諷刺」、「主官平常會對我噓寒問暖」與「主官

不會佔我小便宜」等。填答時，由受試者評估平日中主官的威權指令與互動，衡量

受試者的自身感受，計分採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

得分愈高，代表部屬感受愈強。威權式領導所得 Cronbach’s α 為.92。相關題項例

如：「當我當眾反對我的主官時，會遭到冷言諷刺；我的主官心目中的模範部屬必

須對他言聽計從」。仁慈領導所得 Cronbach’s α 為.93。相關題項例如：「主官平常會

對我噓寒問暖」。德行領導所得 Cronbach’s α 為.93。相關題項例如：「主官不會佔

我小便宜」。 

(二) 主官部屬交換關係量表 

「主官部屬交換關係量表」係選自 Liden 與 Maslyn(1998)提出的量表加以改

編，由直屬主官填答。共計 12 題：「如果我的部屬受到其他人攻擊，我會為我的

部屬辯護」。填答時，由受試者根據自己對每一題的同意程度來做填答，計分採李

克特五點尺度衡量(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受試者認為

在工作中與其主官的交換關係越佳。本量表所得 Cronbach’s α 為.85。 

另，本研究針對主官與部屬各評 LMX 之間相關性為.42 (p < .01)。因此，本研

究採用採用主官根據本身對所屬部屬關係情形予以填答 LMX 量表，以避免共同方

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問題產生。由主官填答 LMX 量表之組內相

關性(intraclass correlations, ICC)值為.13，高於.10 之推薦值。此外，ICC(2)為.26，

也高於平均值.12，表示相嵌效果適中(LeBreton & Sent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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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言行為量表 

「建言行為量表」係選自 Van Dyne 與 LePine(1998)及 Liang 等人(2012)所提出

的量表加以改編。此量表共計 3 題：「在與主官的互動中，這位部屬就工作相關的

問題給出了建設性的建議」。填答時，由受試者根據自己對每一題的同意程度來做

填答，計分採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得分越高，

表示受試者認同在工作中向其主官的提出的次數越多。本量表所得 Cronbach’s α 

為.95。 

(四) 控制變項 

先前研究指出人口統計變項會影響部屬的個人行為(Podsakoff et al., 2000)。因

此，本研究以性別(1 = 男性、2 = 女性)、年齡、婚姻(1 = 已婚、2 = 未婚、3 = 其

他)、教育程度、年資、子女數、每週工作時數等七種變項納入本研究控制。

Liang(2020)指出婚姻變項不僅會影響在工作與家庭層面之關係外，甚至影響工作

場域之效果，因此，本研究將婚姻、子女數等因素列入控制變項。 

肆、研究結果 

一、測量模式分析 

在檢驗本研究假設前，本研究已評估結構的獨特性，先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研究建議，模式的配適應通過各種擬和數據進

行評估，因此採用接近均方根誤差(RMSEA)、卡方檢驗、簡約擬合優度指數(PGFI)

和比較擬合指數(CFI)等指標進行模式驗證(Bentler & Bonett, 1980; Hu & Bentler, 

1998)。本研究依循 Anderson 與 Gerbing(1988)的建議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對威

權領導、德行領導與仁慈領導、LMX、建言行為此五個潛在變項彼此之因素結構

進行衡量，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本研究之預設模式五因素模式之適

配指標如下：χ2 = 8,999.25, p < .01, df = 1,070, RMSEA = .05, CFI = .92, PGFI = .50。

透過卡方差異檢定，相較於四因素模式(χ2 = 8,999.25, p < .01, df = 1,074, RMSEA 

= .07, CFI = .91, PGFI = .48)、三因素模式(χ2 = 10,136.23, p < .01, df = 1,077, RMSEA 

= .07, CFI = .92, PGFI = .47)、二因素模式(χ2 = 11,147.80, p < .01, df = 1,079, RMSEA 

= .12; CFI = .91, PGFI = .45)與一因素模式(χ2 = 12,387.61, p < .01, df = 1,080, RMSEA 

= .17, CFI = .89, PGFI = .43)。表 1 結果顯示，替代一至四之因素模式的配適程度明

顯低於理論模式。由於理論模式五因素模式顯示較佳的適配度。因此，本研究後續

將採用預設五因素理論模式進行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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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驗證性因素分析 

註 1 *p < .05, **p < .01 

註 2 五因素模式表示「研究預設模式」、四因素模式表示「將仁慈領導與到德行領導合併」、

三因素模式表示「將威權領導、仁慈領導與德行領導合併」、二因素模式表示「將家長式

領導與主管部屬關係合併」、一因素模式表示「將五個潛在變項合而為一」。 

二、各變項間之關係 

附錄1列出本研究所有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以及變項間的相關係數。表中顯

示威權性領導與建言行為呈現負相關(r = -.11, p < .05)，表示主官表現出愈高的威

權領導風格，部屬呈現較少的建言行為。此外，仁慈性領導、德行性領導分別與建

言行為同樣呈顯著正相關(r = .38, r = .29, p < .01)，此意味著主官表現出愈高的仁

慈領導與德行領導風格，部屬從事職場建言行為亦會有所提高。這些發現初步支持

本研究之H1a, H1b,與H1c。同樣地，威權性領導與LMX呈現負相關情形存在(r = 

-.41, p < .01)，表示主官表現出愈高的威權領導風格，LMX愈低。此外，仁慈性領

導、德行性領導分別與LMX同樣呈顯著正相關(r = .74, r = .59, p < .01)，此意味著

主官表現出愈高的仁慈領導與德行領導風格，LMX亦會有所提高。這些發現初步

支持本研究之H2a、H2b與H2c。 

三、各假說驗證 

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假說，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分析檢驗威權領導、仁慈領

導、德行領導與職場偏差行為之關係。表2顯示了理論模式(即三個部分中介模式)

與三個替代中介模式和一個完全中介模式之比較結果。該研究驗證LMX中介影響

威權領導與建言行為之間關係，LMX中介影響仁慈領導與建言行為間之關係，

LMX中介影響德行領導與建言行為間之關係。與表2中的替代模式1-4相比，在模式

簡約性原則下，理論模式之適配指標呈現出完美適配度(χ2 = 4.30, p < .01, df = 1, 

RMSEA = .02, CFI = .99, PGFI = .75)，為最佳模式。 

由圖1顯示，威權性領導與建言行為呈現負相關顯著情形(β = -.14, p < .01)。而

仁慈性領導、德行性領導分別與建言行為同樣呈顯著正相關顯著情形(β = .07; β 

模式 χ² df RMSEA CFI PGFI 

五因素模式 8,999.25** 1,070 .05 .92 .50 

四因素模式 9,962.13** 1,074 .07 .91 .48 

三因素模式 10,136.23** 1,077 .07 .92 .47 

二因素模式 11,147.80** 1,079 .12 .91 .45 

一因素模式 12,387.61** 1,080 .17 .89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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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p < .05)，故本研究之H1a、H1b與H1c獲得支持。 

表2 家長式領導替代模式之結構方程模式比較及其結果 

註 * p < .05, **p < .01 

由圖 1 顯示，為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假說 H2a、H2b、H2c，本研究以結構方

程式分析檢驗威權領導、仁慈領導、德行領導與 LMX 行為之關係。本研究結果顯

示，威權性領導與建言行為呈現負相關情形(β = - .14, p < .01)、仁慈性領導與建言

行為呈現正相關顯著情形(β = .55, p < .01)、德行性領導與建言行為呈顯著正相關情

形(β = .23, p < .05)，故本研究之 H2a、H2b 與 H2c 獲得支持。 

圖 1 本研究架構影響路徑圖 

註 * p < .05, **p < .01 

模式比較 χ² df RMSEA CFI PGFI 

理論模式 4.30** 1 .02 .99 .75 

比較模式 1： 

威權領導  建言行為  

威權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仁慈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德行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6.74* 

 

2 

 

.10 

 

.98 

 

.13 

比較模式 2： 

仁慈領導  建言行為  

威權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仁慈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德行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13.69* 

 

2 

 

.15 

 

.97 

 

.13 

比較模式 3： 

德行領導  建言行為 

威權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仁慈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德行領導  LMX  建言行為 

 

26.45* 

 

3 

 

.22 

 

.94 

 

.13 

比較模式 4： 

完全中介模式 

 

26.97 

 

3 

 

.18 

 

.9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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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研究採用 Baron 與 Kenny(1986)建議，使用 Sobel test 和 Bootstrap 驗證

中介效果是否成立。研究結果顯示，LMX 為威權領導與部屬建言行為之中介效果   

(z = -7.20, p < .01)。使用 Bootstrap 信賴區間不包含 0 為驗證中介效果顯示，H3a 信

賴區間為-.34 至-.20，故可推論 H3a 成立。LMX 為仁慈領導與部屬建言行為之中

介效果(z = 6.72, p < .01)，Bootstrap 信賴區間不包含 0(.24 至.43)，故可推論 H3b 成

立。LMX 為德行領導與部屬建言行為之中介效果(z = 7.70, p < .01)，Bootstrap 信賴

區間不包含 0 (.24 至.42)，故可推論 H3c 成立。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 

結果顯示普遍支持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之假設。首先，本研究證實威權主官與

部屬的建言行為呈現負向關係；其仁慈領導與德行領導與部屬的建言行為則呈現

正相關係。此結果支持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即個體為確保遠離威脅並在環境生

存，透過保護、永續、爭取與保留資源的本能行為，將資源運用到最大化(許含笑

等人，2015)。在近百年來，領導相關研究已成為眾多學者在國內外管理領域中的

研究焦點(吳武典，陳秀蓉，1978；鄭伯壎等人，2000; Schaubroeck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5)。本研究結果指出，部屬會衡量自身與主官關係之好

壞程度，並分析主官的領導風格再其進行策略性的建言，以提高爭取資源的機會。

因此，不同領導風格的主官及高低品質的關係程度會影響部屬的建言行為。本研究

主要在探討家長式領導與部屬建言行為之歷程，同時，為據實反映主官與部屬的互

動歷程及影響，納入 LMX 試圖探討其在上述兩者間所扮演之中介角色。透過此研

究深入瞭解華人社會企業文化中的家長式領導，其三種不同風格是否會影響部屬

建言的必要性。 

二、研究討論 

(一) 理論意涵 

本研究對家長式領導風格與部屬建言相關研究提出貢獻。首先，本研究發現部

屬向組織提出建言之行為與 LMX 的高低品質有著密切的關聯，本研究引用資源保

存理論指出，當部屬與主官保持高品質關係時，主官會將部屬視為自己人，並會賦

予部屬額外的工作資源，例如:資訊、指導及決策參與權。因此，部屬會因為受到

主官的賞識，更配合主官給予的工作、指令。而相較於與主官保持低品質關係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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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與主官保持高品質關係的部屬可以獲得更多主官賦予的資源，及在工作領域上

發展空間的擴大，部屬也因此會順勢向組織提出建言，進而促進組織發展。此歷程

呼應了王議賢等人(2020)的觀點，認為部屬與主官高低品質差異會影響部屬向組織

提建言行為的發生。另外，本研究結果強化了 Zhang 等人(2015)之研究，並驗證在

威權式領導下，會減少員工建言行為之情形，且本研究如果亦證實威權式領導與

LMX 間之關係呈現負相關情形。由此可瞭解，在現實工作生活中，當單位部屬受

威權主官壓迫感或壓力的影響時，部屬可能會考量為自身工作生存或其他考量而

減少提出建言行為。 

其次，依據資源交換理論，本研究認為，當部屬與主官保持高品質關係時，由

於主官會將部屬視為自己人並給予部屬在工作上額外的需求及資源外，也會多支

持部屬心理層面需求，例如：信任感、支持感、自主權與尊重，為此部屬會更願意

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心力並承擔更多責任，協助主官達到更好的績效做為回報。

(邱淑芬等人，2015)。例如：王議賢等人(2020)的觀點，也就是部屬與主官間的高

低品質關係差異會影響部屬向組織提出建言行為的發生。研究結果也呼應過去

Zhang 等人(2015)、Nazir 等人(2021)與王議賢等人(2020)的觀點，部屬與主官間的

高低品質關係差異會影響部屬向組織提出建言行為的發生，威權主官為了確保自

身的權利及地位，而與部屬保持一定的關係距離並運用領導風格的優勢削弱或阻

礙部屬創新及項組織提出建言的行為。 

最後，本研究以社會交換理論為基礎(許含笑等人，2015)進一步解釋部屬如何

利用資源保存理論調配身邊的資源對主官提供建言行為，結果顯示，家長式領導風

格中的威權式領導相較於仁慈領導及德行領導，其部屬會更加傾向在仁慈領導或

德行領導下向組織提出建言之行為。然而，就實際觀察而言，並非所有的部屬在面

對威權式領導的主官下均不會向組織提出建言行為，其中可能的原因受個人性格

差異的影響。本研究結果除了凸顯傳統華人社會中的領導風格外，也證實了近年來

社會越受重視的建言行為在傳統華人領導風格下的影響與歷程。 

(二) 實務意涵 

過去在東方文化的企業中，大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皆以團隊、群體的目標

與利益為優先；而貶低個人在團體、群體的重要性。近年來，建言行為在企業中越

來越受到重視，而部屬通常會透過向組織提出建言進而向上爭取資源，然而，部屬

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大多可能會被主官解讀為挑戰組織的現況，與不服主官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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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或挑撥離間(Morrison, 2011; Van Dyne & LePine, 1988)。長期下來，主官容易對

於部屬提出的建言採取漠視、不予理會等負面回應，並視為是組織的抱怨者或麻煩

製造者(Bowen & Blackmon, 2003; Burris, 2012; Milliken et al., 2003; Morrison & Mil-

liken, 2000)。本研究有助於了解東方企業的文化中，在家長式領導的企業裡，部屬

建言行為的必要與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華人企業多以家長式領導風格為主，而主官通常都握有基本的資源，然而主官

在資源的分配上也易受個人偏好及關係好壞所影響(邱淑芬等人，2015)。本研究建

議國軍單位可以多蒐集基層部屬的建言，但為了避免建言過多且雜亂，可以在蒐集

完一段時間後進行投票討論的機制，篩選出對雙方有利的建言並執行，這將有助於

部屬教不會因畏懼主官權威而不敢提出建言及主官因權力或偏好而否定部屬意

見。Morrison(2011)指出，部屬之所以對組織提出建言，是發現主官未曾發現的、

潛在的問題或部屬想改善現狀的機會，並想與組織一起成長、發展。部屬的建言行

為可讓企業的高層主官更容易看到企業內部的需求與問題，並了解問題之所在，進

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與部屬的向心力。因此本研究建議主官可以多傾聽部屬的建

言，並藉此機會審視團隊管理方式，建立良好的 LMX。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雖驗證全部假說推論，但仍有部分研究上的限制，列舉如下：一、

本研究採自陳(self-report)方式填答，而填答者可能會因社會期許或單位長官壓力等

因素導致受測者不願填答內心真實答案，或偏好尋求第三者(同儕或主官)的填答來

源。二、本研究對象以國軍單位為主，其國軍長官領導風格也大多受到傳統父權的

影響進而發展出東方社會華人的特有領導風格—家長式領導風格。三、本研究設計

雖採時序差(time-lag)及 LMX 由主官填答之方法驗證研究模式，惟在主效果之驗證

可能仍存在共同方法變異之問題。建議未來研究可採資料不同源，如領導特質由主

官填答。三、本研究樣本數之單位特質過於多樣化，如空軍某指揮部、憲兵指揮部、

陸軍某裝甲旅，原因來自於採便利性抽樣，各軍種單位特性多樣化，無法在同一單

位採較多之樣本數。建議未來研究可採同一單位多數量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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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各變項之相關係

變項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性別  1.33 0.47 -            

2. 年齡 31.74 15.54 -.03 -           

3. 婚姻狀況 1.66 0.49 .03 -.17** -          

4. 子女數 0.43 0.77 .03 .23** -.64** -         

5. 教育程度 2.60 0.84 .21** .07 -.03 -.034 -        

6. 工作時數 52.88 21.73 -.01** -.08 .04 -.04 -.14** -       

7. 年資 8.43 5.01 -.14** .31** -..25** .30** -.16** -.03 -      

8. 威權式領導 2.91 0.61 -.15** -.06 .07 -.14** -.09 .11* -.02 -     

9. 仁慈領導 3.20 0.79 .01 .04 -.12 .16** .03 -.11* .06 -.81** -    

10. 德行領導 3.23 0.69 .13** .11* -.12* .16* .14** -.22** .13** -.36** .59** -   

11. LMX 3.27 0.77 .03 .12** -.15** .21** -.01 -.13** .15** -.41** .74** .59** -  

12. 建言行為 3.34 0.84 -.06 .07 -.14** .18** -.05 .00 .19** -.11** .38** .29 .47** - 

註 1 * p < .05, ** p <.01 

註 2 性別：1 = 男性、2= 女性；婚姻狀況：1 = 已婚、2 = 未婚、3 = 其他 


